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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ＴＡｓ 框架下的数字知识产权规则
能否促进数字内容贸易？∗

周念利　 王　 达　 吴希贤

　 　 摘要　 文章对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９ 年全球缔结的区域贸易协定（ＲＴＡｓ）中的数字知识产权规则进行全面盘

点，并构建指标体系对每项协定的“数字知识产权规则深度指数”进行测算。 借鉴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测算

逻辑，文章对于全球 ３０ 个出口经济体对 ５３ 个进口经济体的双边数字内容贸易规模进行估算。 在此基础

上基于扩展的引力模型，文章针对 ＲＴＡｓ 框架下的数字知识产权规则对全球双边数字内容贸易的影响展

开经验研究。 研究发现：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深度提升能显著促进双边数字内容贸易；不同类别的数

字知识产权规则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数字版权保护”和“数字商标权保护”条款能对双边数字内容贸易

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数字技术保护”和“数字知识产权执法”条款的影响不显著；数字知识产权规则

对数字内容贸易的影响也存在行业差异，其中对数字游戏贸易的促进作用最大，数字图书贸易次之，数字

视听贸易相对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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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近年来，“数字技术 ＋文化创意”形成的数字内容产业成为极具发展潜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全球

数字内容贸易的发展呈现出强劲态势。 与依托实物介质传输、归类为货物贸易的传统内容贸易不同，数
字内容贸易的标的是通过互联网渠道进行在线传输，并主要依靠数字内容在线订阅服务实现消费端的

价值增值。 因此，本文将数字内容贸易界定为“通过互联网对内容产品进行在线跨境传输的贸易活

动”，其主体是基于《服务贸易总协定（ＧＡＴＳ）》所界定的服务提供模式 １“跨境交付”开展的服务贸易。
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所做分类，①本文将数字内容贸易区分为“数字游戏” “数字图书”和“数字视

听”三类。
由于数字内容贸易标的并不经由海关跨境，且多数数字内容贸易活动基于数字平台展开，受各方面

条件制约，目前要针对数字内容贸易规模展开精准统计，难度很大。 只有极少数国际经济组织尝试对此

展开估计，典型的如联合国贸发会议（Ｂａｎｇａ，２０１９）。 其估算逻辑是：随着技术发展，数字内容贸易才逐

渐部分取代传统内容贸易，这意味着在数字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兴起和广泛应用之前，源自海关的传

统内容贸易数据基本能刻画内容贸易的全貌。 为此，Ｂａｎｇａ（２０１９）针对全球 ９５ 个发展中经济体源自海

关的传统内容贸易的历史数据进行处理，获得其长期年增长率。 在假定该增长率基本保持不变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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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Ｂａｎｇａ（２０１９）对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７ 年 ９５ 个发展中经济体的年度内容贸易总额进行估算，并从中减去源于

海关的传统内容贸易额，获得数字内容贸易的估算值。 此外，周念利等（２０２３）借鉴这一做法，估算了中

国对世界范围内 １３５ 个经济体的数字内容出口规模。 在借鉴 Ｂａｎｇａ（２０１９）和周念利等（２０２３）的测算逻

辑的基础上，本文针对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９ 年全球 ３０ 个出口经济体对 ５３ 个进口经济体的双边数字内容贸易规

模进行了估算。① 结果显示，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双边数字内容贸易占内容贸易总规模的比重逐年扩大，
从 ２００８ 年的 ４１． ９７％上升为 ２０１９ 年的 ６４． ０２％（见图 １）。

　 　 图 １　 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双边数字内容贸易规模在内容

贸易总体规模中的占比

资料来源：笔者测算整理获得。

数字内容贸易在内容贸易总体规模中的占比逐

年提升，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值得关注的是，数字内

容贸易属于知识密集型贸易形态，近年来数字知识

产权规则发展迅速。 由于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

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ＴＲＩＰＳ 协定）缺乏与数字知识

产权保护相关的规则，且 ＷＴＯ 成员在数字知识产权

治理方面的利益冲突难以协调，所以全球经济体纷

纷将数字知识产权治理场所转向区域贸易协定

（ＲＴＡｓ）。 近年来，在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推动下，
ＲＴＡｓ 框架下的数字知识产权规则不断趋于更高标准，在扩大数字知识产权保护范围、延长保护期限及

强化执法措施等方面不断推动数字知识产权规则向更高标准发展。 例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ＣＰＴＰＰ）和《美墨加协定》（ＵＳＭＣＡ）将源代码和算法纳入数字知识产权保护范畴，并针对数字

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规定了更为严厉的惩处措施。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的形成和扩展适用标志着“后 ＴＲＩＰＳ 时代”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格局的转

变，同时意味着数字内容贸易发展的制度环境正在发生变化。 ２０２１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知识产

权强国建设纲要（２０２１ ～ ２０３５ 年）》，特别强调中国要全方位、多层次地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积
极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构建多边和双边协调联动的国际合作网络。 在此背景下，研
究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对数字内容贸易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既有助于丰富针对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的研究，为数字内容贸易的发展提供知识产权视角的理论阐释，也有利于中国

今后打造符合自身利益诉求的数字知识产权规则体系，更好地构建数字贸易规则的“中式模板”。

二、文献综述

１．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的内容和条款量化的研究

２１ 世纪以来，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给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数字知识产权规则由此

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 由于美国和欧盟是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的领先经济体，因此当前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

产权规则的研究对象主要为美欧主导的区域贸易协定。 Ｒｉｍｍｅｒ（２０１７）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ＴＰＰ）中的“安全港”规则、“技术保护措施”规则和“电子权利管理信息”规则等数字知识产权规则进行

了分析，认为 ＴＰＰ 有望在成员中实现对于网络中介责任的版权规则的程序性和实质性协调，美国有意寻

求基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互联网条约”在 ＴＰＰ 中推广关于“技术保护措施”和“电子权利管理

信息”的高度复杂和规范的条款。 孙益武 （２０１５） 指出 《欧盟加拿大经济贸易协定》 （ ＣＥＴＡ） 具有

“ＴＲＩＰＳ ＋”的特征，例如，ＣＥＴＡ 细化了对“技术保护措施”“权利管理信息”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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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具体估算方法详见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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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则的规定。 此外，ＣＥＴＡ 直接在规则中明确规定了成员对于特殊保护对象的义务，例如，ＣＥＴＡ 规定

成员对非法盗录商业电影的行为予以刑事处罚，以强化对电影版权的保护。 褚童（２０１９）认为 ＴＰＰ 中的

知识产权执法规则强调对数字环境下的侵权行为的执法义务，例如非法复制商业电影、破解加密卫星信

号和电视节目等。 ＵＳＭＣＡ 的知识产权执法规则与 ＴＰＰ 基本一致，两者均纳入了“数字版权”“电子商标

注册”“数字环境下的商业秘密保护”等“ＴＲＩＰＳ ＋”规则，其目的在于对数字环境下的知识产权规则进行

更新和扩展。 近年来，随着中国逐渐重视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也有部分文献开始关注中国缔结的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内容。 Ｓｈａｒｍａ（２０１９）认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ＲＣＥＰ）中的“技术保

护措施”和“电子权利管理信息”规则的规定更为灵活，并为广播公司提供了比 ＴＰＰ 中更广泛的权利。
马忠法和王悦玥（２０２１）认为 ＲＣＥＰ 中基于数字技术发展而纳入的数字知识产权规则借鉴了 ＴＰＰ 中较

高的标准，但其高度仍在发展中成员可接受范围内，表明 ＲＣＥＰ 中数字知识产权规则博弈的最终结果是

根据缔约成员的发展差异做出了一定的妥协。
在以往的研究文献中，大多数学者普遍从同质性假设出发，使用“虚拟变量”的形式测度区域贸易

协定中具体规则的政策效果，而鲜有研究从规则条款异质性的视角量化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的深

度变化。 针对这一问题，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开始对区域贸易协定的规则条款深度进行大量研究，为测算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深度提供了新的思路。 Ｈｏｆｍａｎｎ 等（２０１７）基于 １９５８ ～ ２０１５ 年间向 ＷＴＯ 通报

的 ２７９ 个自由贸易协定的规则文本，选定知识产权保护等 ５２ 个政策领域，并进一步将其分为两组：１４ 个

ＷＴＯ⁃ｐｌｕｓ 领域和 ３８ 个 ＷＴＯ⁃ｅｘｔｒａ 领域。 在此基础上从具体规则条款的覆盖范围和法律可执行性两个

维度出发，围绕上述 ５２ 个政策领域对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评估打分，由此建立了一个自由贸易协定横向

深度的数据库。 基于这一奠基性研究，周念利和陈寰琦（２０２０）选择了“源代码保护”等 ７ 项典型的美式

数字贸易规则，并根据它们是否涵盖在区域贸易协定文本中以及其雄心水平， 对 ＲＴＡｓ 所涵盖的 ７ 项规

则进行了量化打分。 同时，Ｂｕｒｒｉ 和 Ｐｏｌａｎｃｏ（２０２０）基于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９ 年间签订的 １４６ 个区域贸易协定的

数字贸易规则文本，按照法律可执行性的强弱标准对数字贸易规则（包括数字知识产权规则）进行打分

赋值，最终据此构建了 ＴＡＰＥＤ 数据库，此后的众多研究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 ＲＴＡｓ 数字贸易规则

深度。
２．数字内容贸易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有关数字内容贸易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包括三类。 一是数字盗版及反盗版政策相关因素对数字内

容贸易的影响研究。 自互联网兴起以来，伴随着数字内容贸易的蓬勃发展，数字盗版规模也相继扩大，
同时各国也不断出台反盗版政策法规。 Ｗａｌｄｆｏｇｅｌ（２０１０）使用对宾夕法尼亚大学学生的调查数据分析了

盗版对数字音乐销售的影响，发现盗版音乐的下载造成正版音乐的消费减少。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研究

中使用的是样本调查数据，可能存在样本选择偏误问题，因此该研究的结果只能部分解释盗版对数字音

乐销售的影响。 Ｄａｎａｈｅｒ 等（２０１４）使用 ｉＴｕｎｅｓ 的数字音乐销售数据，并运用双重差分法（ＤＩＤ）和反事实

模拟法，研究了法国反数字盗版法《创造与互联网法（ＨＡＤＯＰＩ）》对法国音乐销售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

明，消费者对 ＨＡＤＯＰＩ 的认知度的提高导致 ｉＴｕｎｅｓ 音乐销量显著增加，反数字盗版法的颁布导致消费者

由消费盗版数字音乐转为了合法购买。 二是文化因素对数字内容贸易的影响。 Ｈａｎｓｏｎ 和 ＸＩＡＮＧ
（２０１１）将异质性贸易理论扩展到电影贸易，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电影贸易与语言距离表现出负相关关

系。 段元萍和王鑫鑫（２０１５）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出口经济体的文化影响力与电影贸易规模呈正相关

关系，对促进电影出口有积极作用；而进口经济体的文化影响力则与电影贸易规模呈负相关关系。 翟旭

瑾（２０１９）指出，由于文化折扣的存在，进口电影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折损，这是影响进口电影票

房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是与进口经济体实施的进口限制措施和贸易壁垒相关研究。 由于数字内容产品

兼具文化和经济双重属性，所以数字内容贸易往往面临严格的贸易壁垒和进口限制措施。 胡渊和杨勇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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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使用 ＯＥＣＤ⁃ＳＴＲＩ 数据库统计的电影贸易壁垒指数，从市场准入限制、人员流动限制、其他歧视性

措施、竞争壁垒和透明度壁垒等方面综合考量贸易壁垒对电影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大市场国家实施

更严格的贸易壁垒可以有效减少电影进口，而小市场国家实施严格的贸易限制措施并不能实现电影贸

易保护的效果。
综合来看，以上两类文献存在以下不足：第一，既有文献主要聚焦于某一项或某几项 ＲＴＡｓ 的数字

知识产权规则进行分析，并未从动态演进的视角对规则条款的发展变化进行全面比较和总结，因此鲜少

有文献针对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进行异质性量化测评；第二，针对数字内容贸易的经验研究方面，
当前文献中使用的数据主要基于海关部门的统计数据，但随着数字内容在线跨境传输规模的扩大，仅使

用海关统计数据并不能反映数字内容贸易的真实现状，由此得到的研究结果也有失偏颇。 有鉴于此，在
既有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在以下三方面进行创新：第一，研究内容上，本文基于区域贸易协定规则条款

异质性假设，对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进行赋值量化，不仅研究了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深度对数

字内容贸易的影响，还研究了因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类别不同和数字内容行业不同而产生的异质

性影响；第二，研究对象上，本文实证部分所使用的全球双边数字内容贸易的数据为全新测算的，借鉴

Ｂａｎｇａ（２０１９）对双边内容贸易规模的测算思路，基于上文介绍的方法和逻辑对双边数字内容贸易规模进

行数据测算；第三，研究方法上，本文借鉴 Ｈｏｆｍａｎｎ 等（２０１７）的“频注法”，根据规则内容和约束效力构

建了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深度的评价体系，有效避免了以往研究中将 ＲＴＡｓ 规则设定为虚拟变量带

来的缺陷，同时将 ＲＴＡｓ 贸易影响效应的研究扩展到数字知识产权规则的细分条款。

三、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发展概述

１．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的发展阶段

自 ２００３ 年至今，ＲＴＡｓ 框架下的数字知识产权规则从三方面不断提升规则标准：一是注重保护关键

数字技术，尤其强调数字技术的非强制转让；二是加强对数字内容产品的版权、商标权的保护；三是推动

数字知识产权执法措施趋于更严标准。 总体来看，其发展演进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１ 年）：自 ２００３ 年《美国—新加坡 ＦＴＡ》的签订开始，美国陆续在与澳大利亚、

哥伦比亚、韩国等国签订的 ＲＴＡｓ 中纳入了数字知识产权规则，欧盟在此期间也与哥伦比亚、秘鲁、韩国

等国签订了涵盖数字知识产权规则的贸易协定。 在此阶段，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主要寻求将传统知

识产权规则扩展适用于数字环境。 但整体来看，这些区域贸易协定中的数字知识产权规则并不具有较

高标准，同时也很少扩展适用到发展中经济体签订的 ＲＴＡｓ 中。
第二阶段（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７ 年）：美国和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初步达成了《反假冒贸易协定》 （ＡＣ⁃

ＴＡ）；ＴＰＰ 也在 ２０１６ 年正式签订，其中高标准的数字知识产权规则对之后的区域贸易协定产生了重要

影响。 同时，欧盟在 ２０１６ 年与加拿大签订的 ＣＥＴＡ 涵盖了“技术保护措施”“权利管理信息”和“网络服

务提供者责任”等规则，中国也开始在与瑞士、韩国签订的贸易协定中纳入数字知识产权规则。
第三阶段（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３ 年）：此阶段美国主导签订了 ＵＳＭＣＡ（２０１８ 年签订），日本和欧盟签订了《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ＥＰＡ，２０１８ 年签订）。 ＵＳＭＣＡ 在 ＴＰＰ 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扩展了已有的数字知识

产权规则，整体来看，ＵＳＭＣＡ 中数字知识产权规则的标准超越了 ＴＰＰ。 此外，中国也在 ２０２０ 年缔结了

ＲＣＥＰ，其中数字知识产权规则的广度和深度均超过中国此前签订的贸易协定。
２．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的内容演进

通过对当前 ＲＴＡｓ 中所涵盖的数字知识产权规则进行全面梳理和分析，本文将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

规则划分为“数字版权保护” “数字商标权保护” “数字技术（源代码、算法）保护”和“数字知识产权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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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四类，涵盖 １４ 项规则条款（详见下文表 ２）。 “数字版权保护”规则对数字环境下的版权及其相关权

加以保护，“数字商标权保护”规则重点保护数字环境下的商标权，“数字技术保护”规则涉及“源代码和

算法非强制转让”的议题，“数字知识产权执法”规则主要对数字知识产权侵权执法方面加以规制。
２００３ 年后，ＲＴＡｓ 框架下的数字知识产权规则标准逐渐提升，同时规则条款内容不断深化扩展，对缔约

成员的知识产权保护提出更高要求。 整体来看，上述四类规则条款内容的发展呈现出如下特征：
第一， 在规则形成的先后顺序方面，“数字版权保护”和“数字商标权保护”规则最先纳入 ＲＴＡｓ 之

中，“数字知识产权执法”规则紧随其后，而“数字技术（源代码、算法）保护”规则最晚纳入 ＲＴＡｓ。 早在

２００３ 年签订的《美国—新加坡 ＦＴＡ》和《美国—智利 ＦＴＡ》中就涵盖了“数字版权保护”和“数字商标权

保护”规则。 同时，“数字知识产权执法”规则也开始逐渐纳入 ＲＴＡｓ 中，《美国—新加坡 ＦＴＡ》中规定了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责任界定和豁免条件。 至于“数字技术保护”规则，美国从 ＴＰＰ 开始寻求在 ＲＴＡｓ
中纳入专门规则以规制源代码和算法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对成员要求转让或访问其他缔约方的软件

源代码的行为予以严厉禁止。
第二，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的发展不仅体现在条款内容广度和深度的强化，还表现为规则约束

效力的不断加强。 一方面，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强化。 以“网络服务提供商

责任界定”规则为例，ＵＳＭＣＡ 进一步强化了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监管义务，对其提出了“终止重复侵权

者账户”和禁止从第三方知识产权侵权中获益的要求。 另一方面，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的约束效力

不断加强。 例如，在“数字商标权保护”规则方面，《美国—智利 ＦＴＡ》仅要求缔约成员“尽最大努力”提
供电子商标系统，但之后的《美国—澳大利亚 ＦＴＡ》明确要求缔约成员提供电子商标系统。

３．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的推广普及

本文选取了中国、美国、日本等 ３０ 个经济体签订的 １３３ 项区域贸易协定作为样本 ＲＴＡｓ，分析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的推广普及情况。 通过对这些 ＲＴＡｓ 规则文本的比较分析，本文发现：

第一， 在样本 ＲＴＡｓ 中，共有 ９１ 项 ＲＴＡｓ 涵盖了“知识产权章”，占比为 ６８． ４２％，表明区域贸易协定

已经成为各经济体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的重要场所。 其中，涵盖“数字知识产权规则”的 ＲＴＡｓ 有 ５８
项，在涵盖“知识产权章”的 ＲＴＡｓ 中占比为 ６３． ７４％，说明数字知识产权规则逐渐推广到更多的 ＲＴＡｓ
中。 另外，在涵盖“数字知识产权规则”的 ＲＴＡｓ 中，发达经济体参与签订的有 ５８ 项，发展中经济体参与

签订的仅有 ３６ 项，这意味着在全球数字知识产权治理格局中，发达经济体占据着主导地位。
第二，上述四类数字知识产权规则在 ＲＴＡｓ 中的推广普及情况存在显著差异。 相较于“数字技术

（源代码、算法）保护”规则，“数字版权保护”“数字商标权保护”和“数字知识产权执法”三类规则被更

多的 ＲＴＡｓ 所接受，分别有 ４８、４５ 和 ４２ 项 ＲＴＡｓ 涵盖了这三类规则。 “数字技术（源代码、算法）保护”规
则因涉及较高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和数字基础设施安全，所以接受度较低，仅有 ７ 项 ＲＴＡｓ 涵盖了此类

规则，且大多数是美国、欧盟主导的 ＲＴＡｓ。

四、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１．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对数字内容贸易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贸易双方缔结区域贸易协定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双边贸易发展，如果缔结的区域贸易协定中涵盖数

字知识产权规则，缔约成员为了履行数字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义务，将采取一定措施提高数字知识产权

保护水平，这为缔约成员间的贸易提供了更好的制度环境，同时降低了数字内容出口的贸易成本。 因

此，总体上看，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深度越大越有利于促进缔约成员间的数字内容出口。 但是，由于

ＲＴＡｓ 中不同类别的数字知识产权规则的侧重点不同，所以对数字内容贸易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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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数字版权及相关权”条款是指对数字环境下视听、图书和游戏等内容的版权及相关权予以

保护的规则，主要涉及与数字内容相关的复制权、版权保护期限、数字盗版等议题。 对于数字内容贸易

而言，“数字版权及相关权”是数字内容出口企业最为关注的领域。 当前大部分研究都认为，数字盗版

极大损害了数字内容贸易企业的利润，增加了数字内容贸易的出口风险，是数字内容贸易开展的主要阻

碍因素之一。 因此，ＲＴＡｓ 中的“数字版权及相关权”条款可以通过推动缔约成员打击数字盗版，减少数

字内容企业的出口风险，促进数字内容贸易出口。
第二，“数字商标权”条款涵盖“域名”和“电子商标系统”规则，其中，“电子商标”条款要求缔约成

员提供电子商标系统，并公开商标注册信息数据库。 所以，“电子商标系统”规则提升了数字内容贸易

的便利化水平和政策透明度。 “域名”规则要求缔约成员提供争端解决程序和救济措施，并公开域名注

册信息数据库，所以“域名”规则强化了缔约成员的履约保障，降低了数字内容贸易的维权风险和诉讼

成本。 因此，“数字商标权”条款可以通过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和透明度来降低贸易风险和诉讼维权成

本，促进数字内容贸易出口。
第三，“数字技术保护”条款主要涉及对数字内容软件和程序中的源代码、算法进行保护，要求缔约

成员不得以强制转让源代码和算法作为市场准入的条件，原因在于公开软件源代码将损害软件核心技

术的收益。 但这一条款主要是发达经济体为保护数字内容知识产权而力推的，由于发展中经济体的数

字经济发展水平普遍不高，所以发展中经济体极少在 ＲＴＡｓ 中纳入源代码和算法保护相关条款，即使签

订相关规则，也会同时纳入一些“例外条款”。 这一条款可能通过削减非关税贸易壁垒来提振企业的出

口信心，促进数字内容贸易出口。 但由于“数字技术保护”条款中普遍涵盖“例外条款”，因此规则约束

效力可能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大打折扣，最终的贸易促进效应有待进一步验证。
第四，“数字知识产权执法”条款规定了对数字内容侵权行为的处罚适用、责任界定和执法程序等，

主要涉及网络服务提供者（ ＩＳＰ）责任、技术保护措施（ＴＰＭ）、权利管理信息（ＲＭＩ）等规则。 ＲＴＡｓ 中的

“数字知识产权执法”条款可以保障数字知识产权规则的有效实施，减少数字知识产权侵权行为，降低

数字内容贸易的维权成本。 但同时，过于严苛的数字知识产权执法规定也对缔约成员的执法监管能力

提出要求，引致了部分经济体对此不满。 例如，加拿大认为 ＵＳＭＣＡ 中针对数字内容的“通知—删除”条
款完全覆盖了加拿大国内的“通知—通知”规定，如果执行这一规则将导致整个网站在没有任何法院监

督的情况下从互联网上消失（陈寰琦和周念利，２０１９）。 因此，ＲＴＡｓ 中的“数字知识产权执法”条款可能

推动缔约成员加强知识产权执法监管水平，明确违法责任和惩处程序，促进数字内容贸易出口。 但考虑

到各经济体执法监管水平的差异，ＲＴＡｓ“数字知识产权执法”条款在实际施行中能否得到有效落实仍是

一大疑虑，因此最终的贸易促进效应有待进一步验证。 综上，本文提出假说 １ 和假说 ２。
假说 １：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深度的提高有利于促进缔约成员间的数字内容贸易。
假说 ２：不同类别的数字知识产权规则对数字内容贸易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２．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对数字内容贸易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

本文将数字内容的统计口径划分为“数字游戏”“数字视听”和“数字图书”三类，由于不同行业的数

字内容面临的知识产权侵权类型和复杂程度不同，因此不同行业的数字内容对数字知识产权保护的敏

感性也不同。 数字游戏的全球发行主要依赖大型数字平台，尤其是移动端的数字游戏，对于网络服务提

供者责任的相关规定更为关切。 此外，数字游戏一般涵盖文字、图像、音乐等内容，因此其面临的知识产

权侵权可能涉及“数字版权”“数字商标权”等，并且随着元宇宙、ＡＲ 和 ＶＲ 技术的发展，数字游戏还面

临着数字技术侵权的问题。 相比较而言，数字图书和数字视听面临的侵权主要集中在数字版权及相关

权方面，并涉及技术保护措施（ＴＰＭ）、权利管理信息（ＲＭＩ）等反侵权的技术保护。 同时，欧盟、加拿大等

经济体一直坚持视听产业“文化例外”的核心立场，拒绝在相关部门对外国产品提供国民待遇，因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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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对数字视听产业的数字知识产权保护造成一定的影响。 理论上，经济体签订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

则将促进数字内容贸易出口，但由于不同行业的数字知识产权密集度存在差异，面临的数字知识产权侵

权类型和复杂程度不同，因此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对数字内容贸易的影响可能产生行业异质性。
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３：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对数字内容贸易的影响具有行业异质性。

五、回归模型、变量及数据

１．回归模型设定

本文基于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并结合数字内容贸易特征，设定基准回归模型来分析 ＲＴＡｓ 数字知

识产权规则对数字内容贸易的影响，具体如下。
ｌｎ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β０ ＋β１ＤＩＰ ｉｊｔ ＋β２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γｉ ＋γ ｊ ＋γｔ ＋εｉｊｔ （１）

模型中的下标 ｉ、ｊ 和 ｔ 分别表示出口经济体、进口经济体和年份。 Ｔｒａｄｅｉｊｔ为 ｉ 经济体在 ｔ 年对 ｊ 经济

体的数字内容产品出口额。 ＤＩＰ ｉｊｔ为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解释变量，本文分别使用经济体之间是否

签订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的虚拟变量 ＤＩＰｄｕｍｍｙ
ｉｊｔ 以及经济体之间签订的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深度

水平 ｌｎＤＩＰｄｅｐｔｈ
ｉｊｔ 表示。 具体而言，前者为虚拟变量，经济体之间签订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之前赋值为

０，签订当年及之后赋值为 １；后者为本文根据表 ２ 的评价体系构建，为降低异方差等因素影响，对其进

行自然对数处理。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为本文所使用的一系列控制变量，β０、β１、β２ 为需要估计的参数，γｉ、γ ｊ、γｔ 分别

为进出口经济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以尽量降低遗漏变量和个体异质性导致的潜在内生性干扰，
εｉｊｔ为随机扰动项。

２．研究对象界定、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１）研究对象的界定

本文以 ３０ 个出口经济体对 ５３ 个进口经济体的双边数字内容贸易为研究对象，出口经济体的选取

依据为全球排名前列的服务贸易国家（地区），具有一定代表性。进口经济体选取了出口经济体的主要贸易伙

伴，且同时涵盖了与出口经济体签订和未签订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的经济体，并覆盖所有大洲，确
保了研究对象的全面性和均衡性，尽量减少选择性偏误导致的内生性干扰（见表 １）。

表 １　 样本经济体

组别 经济体

出口经济体

（３０ 个）
俄罗斯、德国、荷兰、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士、瑞典、丹麦、挪威、希腊、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新加坡、越南、
泰国、以色列、土耳其、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南非、埃及、美国、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新西兰

进口经济体

（５３ 个）
３０ 个出口经济体（见上文）、爱尔兰、比利时、波兰、捷克、冰岛、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芬兰、葡萄牙、乌克兰、卡塔

尔、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哈萨克斯坦、阿联酋、尼日利亚、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

　 　 （２）被解释变量

双边数字内容出口额（ｌｎ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本文基于 Ｂａｎｇａ（２０１９）对单边数字内容贸易的测算思路，结合数

字内容贸易的特征进行估算得到。 Ｂａｎｇａ（２０１９）的估算逻辑在于，经济体的内容贸易规模变化相对稳

定，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内容贸易取代了部分的传统内容贸易，估算得出的内容贸易总规模与

传统内容贸易规模之间的差额即可视为数字内容贸易规模。 借鉴上述逻辑，本文基于样本经济体对的

传统内容贸易的历史数据，对双边内容贸易的长期增长率进行识别，并据此对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９ 年间样本经

济体对的双边内容贸易总额进行估算。 该年度估算值与海关统计的传统内容贸易额之差即是对当年样

本经济体与贸易伙伴之间数字内容贸易的估计值。 考虑到不同历史年份间的贸易额会存在一定幅度的

跳跃，本文对历史增长率进行首尾两端 ５％缩尾，以剔除极端异常值。 同时，本文参考美国国际贸易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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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所做界定，将数字内容贸易进一步划分为“数字图书”“数字游戏”和“数字视听”三类，并在实证研

究中检验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对于不同行业的数字内容贸易的影响。

表 ２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深度指数测算的评价体系

规则类别 规则条款 具体规则内容 分数

数字版

权保护

ＷＩＰＯ 国际协定
要求缔约方应批准或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ＷＣＴ）以及《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表演与录音制品条约》（ＷＰＰＴ）
１

复制权 电子复制纳入复制权 １

版权及相关权的保护期限 数字内容版权和相关权的保护期限延长到 ７０ 年 １

政府对软件的使用 要求政府使用非侵权计算机软件 １

盗录电影
要求缔约方采取措施解决未经授权以商业规模从电影院复制电影作品，从而对

该作品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害的问题
１

计算机程序 要求缔约方保护计算机程序的版权 １

数字技

术保护

源代码

和算法

禁止将转让源代码作为市场准入的条件 １

禁止将转让算法作为市场准入的条件 １

将“关键基础设施软件”纳入禁止转让源代码或算法的范围 １

“源代码禁令”适用于商业合同中要求转让源代码的情况 １

数字商标

权保护

域名

要求缔约方提供以《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ＵＤＲＰ）为基础的争端解决程序或

与之类似的程序
１

要求缔约方提供在线公开的有关域名注册人联系信息的数据库 １

要求缔约方提供补救措施用以救济以恶意营利为目的注册或持有与他人商标相

同或混淆性相似的域名的情况
１

电子商标系统
要求缔约方提供商标的电子注册和申请系统，建立包含商标申请和注册信息的

公开的在线数据库
１

数字知

识产权

执法

网络服务提供者（ＩＳＰ）责任

提供法律激励措施以鼓励 ＩＳＰｓ 与版权所有人合作 １

规定 ＩＳＰｓ 适用安全港规则（即豁免第三方知识产权侵权中的 ＩＳＰｓ 责任）的限制

性条件
１

要求缔约方建立接收通知与反通知的程序 １

规定 ＩＳＰｓ 具有信息提供义务 １

技术保护措施（ＴＰＭ）
禁止的规避技术措施行为包括直接规避行为和间接规避行为 １

要求从事规避技术措施活动的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并适用于刑事程序和处罚 １

明确限定实施规避技术措施行为可豁免责任的具体例外情形 １

权利管理信息（ＲＭＩ）

允许缔约方将对权利管理信息的保护延伸至个人在不知情时实施禁止行为的情形 １

要求缔约方提供“有效的法律救济”以保护权利管理信息 １

要求缔约方对以商业利益或经济利益为目的而故意从事禁止行为的人规定刑事

程序和处罚
１

明确限定实施权利管理信息禁止行为可豁免责任的具体例外情形 １

保护载有加密节目的卫星

信号

要求缔约方采取措施对载有加密节目的卫星和有线电视信号提供保护 １

要求缔约方对制造、利用或销售用于未经授权而解码载有加密节目的卫星信号

的行为规定刑事程序及处罚，并对受损害的人提供民事救济
１

保护计算机商业秘密
要求缔约方对未经授权故意访问、盗用和披露计算机系统中的商业秘密的行为

规定刑事程序和处罚
１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 ＲＴＡｓ 文本内容分类整理得到。

　 　 （３）核心解释变量

第一，ＤＩＰｄｕｍｍｙ
ｉｊｔ 为虚拟变量，若进出口经济体之间签订了涵盖数字知识产权规则的贸易协定，则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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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及之后年份该变量取值为 １，否则取值为 ０。 引入该变量是为了考察同质性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

则对数字内容贸易的影响。 第二，ｌｎＤＩＰｄｅｐｔｈ
ｉｊｔ 表示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深度的对数，衡量的是贸易协

定缔结成员加强数字知识产权保护的雄心水平。 本文依据现有 ＲＴＡｓ 中数字知识产权议题的相关规

则，将数字知识产权规则进一步划分为数字版权条款（Ｄ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数字商标权条款（Ｄ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ｄｅｐｔｈ
ｉｊｔ ）、

数字技术保护条款（Ｄｔｅｃｈｄｅｐｔｈ
ｉｊｔ ）、数字知识产权执法条款（Ｄｅｎｆｏｒｃｅ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四项子规则，并分别构建规则深度

指数。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深度的总指数即为上述四项子类规则深度指数的加总值。 值得注意的

是，若贸易协定的缔结时间处于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９ 年之间（含 ２００８ 年、２０１９ 年），本文将 ＲＴＡｓ 签订之前年度

的核心解释变量取值为 ０，协定签订当年及之后年度的核心解释变量按下文详述的测算方法测算出具

体的规则深度指数。 此外，若同一时间进出口经济体之间已经缔结了两项及以上 ＲＴＡｓ，则核心解释变

量按所有已签订 ＲＴＡｓ 的规则深度指数的最大值取值。
本文参考 Ｈｏｆｍａｎｎ 等（２０１７）的做法，使用“频注法”构建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深度的评价体系，

根据协定文本的法律约束力强弱对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进行赋值。 具体的赋值方法和步骤为：首
先基于相关文献将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划分为四大类别，再进一步细分为 １４ 项条款，然后依据每

项条款涵盖的具体内容对其进行深度指数测算。 每项 ＲＴＡｓ 的数字知识产权规则深度指数即为各项细

分条款的分数总和，其测算公式为 Ｄｅｐｔｈ ＝∑ｎ
ｉ ＝１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ｉ，其中 Ｄｅｐｔｈ 为测算得出的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

规则深度指数值，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ｉ 是第 ｉ 项数字知识产权规则条款，ｎ 表示所有规则条款的数量。
（４）控制变量

１）进出口经济体在 １９４５ 年后是否存在殖民关系（ｃｏｌｏｎｙｉｊ）、官方语言是否相同（ ｃｏｍｌａｎｇｉｊ）以及是否

接壤（ｃｏｎｔｉｇｉｊ）。 以上变量均为虚拟变量，数据来源于 ＣＥＰＩＩ 数据库。
２）进出口经济体 ＧＤＰ 的对数形式（ｌｎＧＤＰ ｉｔ，ｌｎＧＤＰ ｊｔ）。 引入该变量意在控制贸易双方的经济规模，

ＧＤＰ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以 ２０１０ 年不变价格美元为计算依据。
３）进出口经济体之间的互联网普及率差异（ ＩＮＴｉｊｔ）。 互联网作为数字基础设施，与数字内容贸易的

关系密切，但全球经济体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存在“数字鸿沟”现象。 一般情况下，贸易双方的

互联网普及率差异越大，贸易潜力越大，越有利于双方的贸易（赵静媛等，２０２２）。 此项数据来源于世界

银行数据库。
４）文化距离（ＣＤｉｊ）。 鉴于数字内容贸易属于文化贸易范畴，因此进出口经济体之间的文化距离将

对双方的数字内容贸易产生影响。 一般情况下，贸易双方的文化距离越小，消费者对于数字内容产品的

消费偏好越趋于一致，开展数字内容贸易的可能性就越大 （曲如晓和韩丽丽，２０１１；Ｈｅｌｌｍａｎｚｉｋ 和

Ｓｃｈｍｉｔｚ，２０１５）。 本文使用 Ｈｏｆｓｔｅｄｅ 的文化维度数据测算文化距离指标。 Ｈｏｆｓｔｅｄｅ 提出个人主义 ／集体

主义、权力差距、不确定性规避、男性 ／女性价值观、长期 ／短期利益导向、放纵 ／约束主义六大文化维度，
并据此量化不同国家（地区）的文化特征。 本文借鉴 Ｋｏｇｕｔ 和 Ｓｉｎｇｈ（１９８８）提出的文化距离测算指数

ＫＳＩ，构建文化距离测算公式如下：

ＣＤｉｊ ＝
１
６ ∑

６

ｈ ＝１

（Ｃｈｉ －Ｃｈｊ） ２

ＣＶｈ

其中，ＣＤｉｊ是贸易双方的文化距离值，Ｃｈｉ和 Ｃｈｊ分别是出口经济体和进口经济体在第 ｈ 个维度的文

化指标量化数值，ＣＶｈ 是进出口经济体在第 ｈ 个维度的文化指标量化数值的方差。 由于 Ｈｏｆｓｔｅｄｅ 构建

的部分文化指标数据存在缺失，本文借鉴李文宇和刘洪铎（２０１６）的做法，使用数据缺失国家（地区）的
邻近国家（地区）的文化指标均值进行替代。 数据来源于 Ｈｏｆｓｔｅｄｅ 指数网站。 变量含义及数据来源详见

表 ３。
　 　 ３．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本文所选变量的数据描述性统计如表 ４ 所示。模型各变量方差膨胀因子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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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３　 变量含义及数据来源

变量 变量含义 数据来源

ｌｎ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两经济体间数字内容出口额的对数

笔者估算得到
ｌｎＴｒａｄｅｂｏｏｋｉｊｔ 两经济体间数字图书出口额的对数

ｌｎＴｒａｄｅｖｉｄｅｏｉｊｔ 两经济体间数字视听出口额的对数

ｌｎＴｒａｄｅｇａｍｅｉｊｔ 两经济体间数字游戏出口额的对数

ＤＩＰｄｕｍｍｙ
ｉｊｔ 是否缔结涵盖数字知识产权规则的 ＲＴＡｓ

根据样本经济体

的协定文本，构
建规则条款深度

水平评价体系，
测算得到

ｌｎＤＩＰｄｅｐｔｈ
ｉｊｔ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的深度水平

Ｄ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ＲＴＡｓ 数字版权条款的深度水平

Ｄ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ＲＴＡｓ 数字商标权条款的深度水平

Ｄｔｅｃｈｄｅｐｔｈ
ｉｊｔ ＲＴＡｓ 数字技术保护条款的深度水平

Ｄｅｎｆｏｒｃｅ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执法条款的深度水平

ｃｏｌｏｎｙｉｊ 是否具有殖民关系

ｃｏｍｌａｎｇｉｊ 是否使用共同官方语言 ＣＥＰＩＩ 数据库

ｃｏｎｔｉｇｉｊ 是否接壤

ＣＤｉｊ 文化距离 Ｈｏｆｓｔｅｄｅ 指数网站

ＩＮＴｉｊｔ 互联网普及率差异

世界银行数据库ｌｎＧＤＰｉｔ 出口经济体 ＧＤＰ 的对数

ｌｎＧＤＰ ｊｔ 进口经济体 ＧＤＰ 的对数

的 ＶＩＦ 值均小于 ２，远小于常用于判别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门槛值 １０，因此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４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ｎ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７０８６ １６． ８８７９ ５． １５５５ ０． ００００ ２７． ６０７６

ｌｎＴｒａｄｅｂｏｏｋｉｊｔ ６７８５ １４． ４８２０ ４． ３３１０ ０． ００００ ２２． ４６４９

ｌｎＴｒａｄｅｖｉｄｅｏｉｊｔ ６６０５ １５． ４０５４ ６． ５４７７ ０． ００００ ２７． ６３３０

ｌｎＴｒａｄｅｇａｍｅｉｊｔ ６０４９ ９． ３６８０ ７． １２８１ ０． ００００ ２２． ５４２７

ｌｎＴｒａｄ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ｉｊｔ ７７５２ １２． ３７９２ ５． ０５５５ ０． ００００ ２０． ３７４６

ＤＩＰｄｕｍｍｙ
ｉｊｔ ７７５１ ０． ０８４８ ０． ２７８５ ０．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ｌｎＤＩＰｄｅｐｔｈ
ｉｊｔ ７７５１ ０． １１３１ ０． ４２４３ ０． ００００ ２． ６３９１

Ｄ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７７５１ ０． １３９９ ０． ５９７５ ０． ００００ ５． ００００

Ｄｔｅｃｈｄｅｐｔｈ
ｉｊｔ ７７５１ ０． ０１０５ ０． １０１７ ０．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Ｄ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７７５１ ０． ０７１９ ０． ４１４７ ０． ００００ ４． ００００

Ｄｅｎｆｏｒｃｅ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７７５１ ０． ２０１８ １． ３０５５ ０． ００００ １１． ００００
ｃｏｌｏｎｙｉｊ ７７５２ ０． ０３２５ ０． １７７４ ０．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ｃｏｍｌａｎｇｉｊ ７７５２ ０． １２０７ ０． ３２５８ ０．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ｃｏｎｔｉｇｉｊ ７７５２ ０． ０３１０ ０． １７３２ ０．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ｌｎＧＤＰｉｔ ７７５２ ２． ８７８５ １． ２５０４ ０． １３７１ ４． ６０１５
ｌｎＧＤＰ ｊｔ ７７０７ ２． ８６３６ １． １４１１ ０． １３７１ ４． ５４０２
ＩＮＴｉｊｔ ７５７２ ２７． ５０１８ ２０． ７８１８ ０． ４４７８ ８０． １３００
ＣＤｉｊ ７７５２ ２５２． ９９３４ １４３． ６１８４ １９． １９５１ ６５５． ３７７９

六、实证研究

１．基准回归分析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对数字内容贸易影

响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５ 所示。 变量 ＤＩＰｄｕｍｍｙ
ｉｊｔ 和

ｌｎＤＩＰｄｅｐｔｈ
ｉｊｔ 的回归系数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结合前文的理论分析，可以说明经济体缔结涵盖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的 ＲＴＡｓ 确实对双边数字内容

贸易产生了显著促进作用，并且随着 ＲＴＡｓ 数字

知识产权规则深度水平的提高，这种促进作用也

会增强。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基本符合理论预

期，是否接壤（ ｃｏｎｔｉｇｉｊ）和是否使用共同官方语言

（ｃｏｍｌａｎｇｉｊ）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这与传统引力模

型的结论相一致，说明贸易双方使用共同官方语

言有助于降低贸易沟通成本，能显著促进数字内

容贸易。 贸易双方的互联网普及率差异（ ＩＮＴｉｊｔ）
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贸易双方之间的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水平差距越大，双边数字内容贸易流量

越大。 双边文化距离（ＣＤｉｊ）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文化距离阻碍经济体之间数字内容贸易。①

·９３·

① 限于篇幅，本文未展示模型回归的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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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５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ｌｎ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ｌｎ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ｌｎ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ｌｎ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ＤＩＰｄｕｍｍｙ
ｉｊｔ ２． ５５１６∗∗∗ ０． ５５４４∗∗∗

（１２． ４４） （４． ２６）

ｌｎＤＩＰｄｅｐｔｈ
ｉｊｔ １． ７０１６∗∗∗ ０． ２２６５∗∗∗

（１２． ５９） （２． ６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 否 是 否 是

出口经济体 否 是 否 是

进口经济体 否 是 否 是

观测值 ６８７０ ６８７０ ６８７０ ６８７０

ａｄｊ． Ｒ２ ０． １３３ ０． ７２６ ０． １３３ ０． ７２６

Ｆ １３２． ２２３３ ２８． ７４９１ １３２． ７５６８ ２７． ３４５６

注：∗、∗∗、∗∗∗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 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 ｔ 统计量，下表同。

　 　 ２．稳健性检验

（１）更换回归方法。 考虑到传统引力模型中

会存在贸易零值和异方差问题，本文使用泊松伪

最大似然（ＰＰＭＬ）方法对样本进行回归，回归结果

如表 ６ 所示。 回归结果表明，核心解释变量的符

号和显著性均未发生明显变化，说明 ＲＴＡｓ 数字

知识产权规则对双边数字内容贸易具有稳健的促

进作用。
（２）重新划分样本区间。 考虑到 ＲＴＡｓ 签订

后，数字知识产权规则的政策效果并不一定能很

快显现，数字知识产权规则的贸易效应可能存在

一定的时滞性，所以以 １ 年为界的样本数据可能

无法充分识别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带来的贸

易影响（Ｔｒｅｆｌｅｒ，２００４）。 因此，本文参考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和 Ｙｏｔｏｖ （２０１６） 以及王俊等 （２０２２） 的做法，以

２００９ 年为起点，使用间隔 ３ 年的划分方法对样本区间重新进行划分，回归结果如表 ６ 所示。 回归结果显

示，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对数字内容贸易的促进作用不受样本

区间划分方法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表 ６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１）ＰＰＭＬ 回归

ｌｎ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ｌｎ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２）重新划分样本区间

ｌｎ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ｌｎ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３）更换被解释变量

ｌｎ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ｌｎ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ＤＩＰｄｕｍｍｙ

ｉｊｔ ０． ０２３１∗∗∗ ０． ６１１１∗∗∗ １． ２８６７∗∗∗

（３． ３７） （２． ７２） （８． １２）
ｌｎＤＩＰｄｅｐｔｈ

ｉｊｔ ０． ０５２４∗∗∗ ０． ２５３９∗ ０． ８０８５∗∗∗

（１０． ９８） （１． ８１） （７． ８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出口经济体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进口经济体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６８７０ ６８７０ ２３０８ ２３０８ ７５２６ ７５２６
ｃｈｉ２ １６０． ９５２１ １０４９． １６４８ ／ ／ ／ ／

ａｄｊ． Ｒ２ ／ ／ ０． ７２７ ０． ７２６ ０． ５５１ ０． ５５１
Ｆ ／ ／ １０． ３７６７ ９． ８４５０ ２８． ２４２８ ２７． ７８２４

注：ＰＰＭＬ 模型括号内为 ｚ 值。

　 　 （３）更换被解释变量。 考虑到贸易双方签订涵盖数字知识产权规则的 ＲＴＡｓ 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将有所提升，不仅会对数字内容贸易产生促进效应，同样也会对依托实物介质传输的传统内容贸易造成

影响。 因此本文将被解释变量更换为传统内容贸易，回归结果如表 ６ 所示。 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

仍显著为正，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结果的稳健性。
３．内生性处理

本文通过在模型中引入影响数字内容贸易的控制变量，以及出口经济体、进口经济体和年份固定效

应，较大程度解决了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 同时，本文通过将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量化为深

度指数并引入模型，避免了将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作为虚拟变量导致的测量误差问题。因此本文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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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７　 ２ＳＬＳ 回归结果

变量
（１）平均值 （２）累加值

ｌｎ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ｌｎ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ｌｎＤＩＰｄｅｐｔｈ

ｉｊｔ ４． ８４２０∗∗∗ ６． ５２１６∗∗∗

（１８． ４１） （２０． ６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时间 是 是

出口经济体 是 是

进口经济体 是 是

观测值 ６８７０ ６８７０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１３９２． ５２８
｛１６． ３８｝

１１１９． ４８２
｛１６． ３８｝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ＬＭ 统计量
１１６７． ０１９
［０． ０００］

９７０． ５１６
［０． ０００］

Ｆ １３６． ７３３０ １３２． ３３１５

注：方括号内数值为相应统计量的 Ｐ 值，花括号内数值

为 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 检验在 １０％水平上的临界值。

接下来重点考虑由反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会促进双边数字内容贸易的出口，但双

边数字内容贸易的出口也会反过来影响贸易双方的知识产

权保护水平，进而影响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的深度水

平，这种影响机制可能导致模型产生内生性问题，造成估计

结果偏误。 对此，本文借鉴岳文和许思雨（２０２２）以及王俊

等（２０２２）的做法，分别选取贸易双方与第三方经济体签订

的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深度的平均值和累加值作为工

具变量，即所谓的 “第三方效应”，并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ｌｎＤＩＰｄｅｐｔｈ
ｉｊｔ 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２ＳＬＳ）回归。 选取工具变量

的合理性在于：一是某个国家（地区）与第三方经济体签订

的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深度越大，表明该国家（地区）参
与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谈判和缔结的经验越丰富，贸易

双方签订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的可能性也就越高，满足

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 二是该工具变量并不会对双边数

字内容贸易产生直接影响，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
回归结果如表 ７ 所示，说明在排除潜在内生性干扰的情况下，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仍然显著促进了

双边数字内容贸易。 通过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统计值和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ＬＭ 统计量对上述工具变量进行弱工

具变量检验和不可识别性检验，验证了工具变量是合理适用的。
　 　 表 ８　倾向得分匹配（ＰＳＭ）的处理效应

因变量 处理效应 处理组 控制组 差距 标准误 Ｔ 检验值

ｌｎ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匹配前 １９． ４８３ １６． ５３９ ２． ９４４ ０． ２１６ １３． ６３

ＡＴＴ １９． ４４５ １６． ７９５ ２． ６５０ ０． ２１８ １２． １４

此外，为排除由样本选择偏误导致的内生性问

题，本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ＰＳＭ）方法进行处理，
匹配方式选择半径匹配，半径设定为 ０． ００１，匹配协

变量即前述基准回归模型中的控制变量。 根据

ＰＳＭ 结果（表 ８），ＡＴＴ 为 ２． ６５，对应 ｔ 值为 １２． １４，在 １％水平上显著。 这一结果证实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

权规则的签订显著提升了缔约双方的数字内容贸易规模，并且这一结果在排除选择性偏误干扰之后仍

然成立。
４．异质性分析

（１）基于数字知识产权规则条款异质性的分析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深度体现了缔约经济体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雄心，但由于 ＲＴＡｓ 数字

知识产权规则的条款内容和具体实施存在一定差异，因此 ＲＴＡｓ 中不同类别的数字知识产权规则对数

字内容贸易的影响也可能存在异质性。 基于这一原因，本文将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深度（ＤＩＰｄｅｐｔｈ
ｉｊｔ ）

细分为数字版权条款深度（Ｄ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数字商标权条款深度（Ｄ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ｄｅｐｔｈ
ｉｊｔ ）、数字技术保护条款深

度（Ｄｔｅｃｈｄｅｐｔｈ
ｉｊｔ ）、数字知识产权执法条款深度（Ｄｅｎｆｏｒｃｅ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分别进行回归，考察上述四类规则条款对数字

内容贸易的影响效应，回归结果如表 ９ 所示。 结果表明，ＲＴＡｓ 中的“数字版权”条款和“数字商标权”条
款均显著促进了双边数字内容贸易。 但是，ＲＴＡｓ 中的“数字技术保护”条款和“数字知识产权执法”条
款对数字内容贸易的影响为正却不显著。 这主要是因为“数字技术保护”条款更多地针对计算机软件

和计算机程序，且大多数情况下，“数字技术保护”条款是被纳入“数字贸易”章节，从知识产权保护有效

性的角度来讲，对于以数字视听、数字游戏和数字图书为主的数字内容贸易而言影响有限，因而对数字

内容贸易的影响不显著。 同时，“数字知识产权执法”条款涵盖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技术保护措施

（ＴＰＭ）、权利管理信息（ＲＭＩ）等方面的规则，执法条款规定过于严苛复杂，增加了规则实施的难度，导致

实际执行过程中的约束效力大打折扣，因此数字知识产权执法条款对数字内容贸易的影响也并不显著。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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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９　 ＲＴＡｓ 中不同类别数字知识产权规则的

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ｌｎ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ｌｎ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ｌｎ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ｌｎＴｒａｄｅｉｊｔ
Ｄ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０． １４４９∗∗

（２． ４６）

Ｄｔｅｃｈｄｅｐｔｈ
ｉｊｔ ０． １６４４

（０． ５０）

Ｄ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０． １７１３∗∗

（２． ０４）

Ｄｅｎｆｏｒｃｅｄｅｐｔｈｉｊｔ ０． ０３４４

（１． ３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 是 是 是 是

出口经济体 是 是 是 是

进口经济体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６８７０ ６８７０ ６８７０ ６８７０

ａｄｊ． Ｒ２ ０． ７２６ ０． ７２５ ０． ７２６ ０． ７２５

Ｆ ２７． １９１６ ２６． ４４２９ ２６． ９４７１ ２６． ６２９０

　 　 （２）基于数字内容行业异质性的分析

本文将数字内容贸易区分为数字图书、数字

游戏和数字视听三类，尝试通过模型回归考察分

析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对不同数字内容行业

的异质性贸易影响效应。 回归结果如表 １０ 所示，
可以看出，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在 １％ 的水平

上显著促进了数字图书、数字游戏和数字视听三

个行业的双边贸易。 以是否签订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

产权规则（ＤＩＰｄｕｍｍｙ
ｉｊｔ ）为例，比较而言，ＲＴＡｓ 数字知

识产权规则对数字游戏的贸易促进效应最为明

显，其次是数字图书行业，最后是数字视听行业。
这是因为数字游戏行业涉及的知识产权侵权类型

更为多样化、复杂化，数字游戏侵权不仅涉及数字

版权及相关权，还涉及商标权（如游戏名称）、专利

权（如游戏玩法规则、数值设定）等，并且数字游戏

本身包含文字作品、美术作品、音乐作品等多种类

型的作品，因此针对数字游戏的侵权通常为复合

侵权，侵权认定难度大、专业度高。 而数字图书行

业和数字视听行业主要涉及数字版权及其相关权，并且侵权类型较为单一，侵权容易认定，司法执法较

为简单。 所以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对数字游戏的促进作用要比数字图书和数字视听行业更为明

显。 此外，核心解释变量 ｌｎＤＩＰｄｅｐｔｈ
ｉｊｔ 及被解释变量均已经过自然对数处理，因此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即为

影响弹性，可以据此比较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对于不同数字内容产业影响的异质性。 根据表 １０ 列

（４） ～ （６）回归结果可知，结论仍然与前三列回归结果保持一致，初步证明结果的稳健性。

表 １０　 数字内容行业异质性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ｎＴｒａｄｅｂｏｏｋｉｊｔ ｌｎＴｒａｄｅｖｉｄｅｏｉｊｔ ｌｎＴｒａｄｅｇａｍｅｉｊｔ ｌｎＴｒａｄｅｂｏｏｋｉｊｔ ｌｎＴｒａｄｅｖｉｄｅｏｉｊｔ ｌｎＴｒａｄｅｇａｍｅｉｊｔ

ＤＩＰｄｕｍｍｙ
ｉｊｔ ０． ８３８１∗∗∗ ０． ６４１３∗∗∗ ０． ９５０８∗∗∗

（５． ９８） （４． ０７） （４． ８４）
ｌｎＤＩＰｄｅｐｔｈ

ｉｊｔ ０． ４２４８∗∗∗ ０． ３００１∗∗∗ ０． ６７５１∗∗∗

（４． ６７） （２． ９２） （５． ３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出口经济体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进口经济体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６５８７ ６４０２ ５８７６ ６５８７ ６４０２ ５８７６

ａｄｊ． Ｒ２ ０． ５６３ ０． ７７２ ０． ７０９ ０． ５６２ ０． ７７１ ０． ７０９

Ｆ ４２． ０３０４ １０． ２１５２ ２１． ６６８４ ４０． ２０６３ ９． １９６９ ２２． ３７４３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根据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的条款内容，构建了规则条款深度水平评价体系，并据此量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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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深度指数，基于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９ 年国家（地区）层面的双边数字内容出口数据，使用

引力模型实证研究了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对数字内容贸易的影响。 研究发现：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

规则的深度水平提升显著促进了双边数字内容贸易的出口，并且不同类别的数字知识产权规则对双边

数字内容贸易的影响效应存在异质性，数字版权条款和数字商标权条款均对双边数字内容贸易产生了

显著的促进作用，但 ＲＴＡｓ 中的数字技术保护条款和数字知识产权执法条款对数字内容贸易的影响却

不显著。 同时，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对数字内容不同行业的贸易影响也存在差异。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

产权规则对数字游戏行业双边贸易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数字图书行业，最后是数字视听行业。 基于

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数字知识产权治理，推动与贸易伙伴尤其是发展中经济体缔结涵盖高标

准数字知识产权规则的 ＲＴＡｓ。 在全球数字知识产权治理重心转向区域贸易协定的背景下，中国应重视

在 ＲＴＡｓ 框架下构建符合自身利益的数字知识产权规则体系，注重提升 ＲＴＡｓ 中数字知识产权规则的深

度水平，根据不同缔约对象的经济产业发展水平制定差异化的 ＲＴＡｓ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谈判策略，为中

国的对外数字内容贸易发展谋求有利的国际制度环境。
第二，中国在大力发展数字内容贸易的进程中，应特别重视加强“数字版权”和“数字商标权”的保

护。 数字内容贸易的繁荣发展得益于数字技术的创新推动和数字版权保护水平的提升，数字技术的更

新迭代又会产生一系列数字版权治理难题，因此中国应加大数字版权生态体系的治理力度，推动使用最

新的技术手段如区块链技术解决数字内容的有效确权问题，同时注重深化数字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

合作。
第三，在国内法律法规建设方面，中国应完善国内数字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尤其是针对

数字平台第三方侵权责任的界定，以及 ＮＦＴ、元宇宙等新型数字内容业态的规则适用等。 同时，应进一

步提高数字知识产权执法监管水平，尤其是针对数字内容领域的侵权盗版行为，为未来参与全球高标准

数字知识产权规则的制定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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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ｏｍｙ， ｂｕｔ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ｃｃｅｓｓ ｓｕｂ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ＧＤＰ ｉｓ ｎｏ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Ｏｎ ｏｎｅ ｈ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 ａｒｅ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ｒｕｌｅｓ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ＴＡ．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ｓｏｍ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ＧＤＰ ｌｅｖｅｌ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ＥＵ）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ｉｌｙ ｍａｉｎ⁃
ｔａｉｎ ａ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ｃｃｅｓｓ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ｙ ｍｉｇｈｔ ｃｈｏｏｓｅ ａｎ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ｆｏｒ ｔｈｅｍ⁃
ｓｅｌｖｅｓ． Ｂｅｓｉｄｅｓ， ｔｈｉ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ｄｅｘ ｒａｎｋｉｎｇ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ｈａｖ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ｗｈｉｌｅ Ｊａｐａｎ，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ｖ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ｕｂ⁃ｉｎｄｅｘ，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ｒ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ｄｉｇ⁃
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Ｔｈｉ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ａｌｓ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ｒｕｌｅｓ． 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ｏｎ ＂ ｄａｔａ＂ ， ＂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 ｐｒｉｖａｃｙ＂ ，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ａ ｌｏｎｇ ｗａｙ ｔｏ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ｏｒ ｒｕｌｅｓ． Ｌａｓｔｌ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ｔｈｉ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ｗｉｌｌ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ｎｅｗ ｆｉｅｌｄｓ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Ｃａｎ ｔｈｅ ＲＴＡ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ｕｌｅ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Ｔｒａｄｅ？
ＺＨＯＵ Ｎｉａｎｌｉ　 ＷＡＮＧ Ｄａ　 ＷＵ Ｘｉｘｉａｎ（３０）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ｍａｋｅｓ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ｕ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ＲＴＡｓ）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ｄ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８ ｔｏ ２０１９，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ａ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ｈｅ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ｕｌｅ ｄｅｐｔｈ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ｅａｃｈ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ＵＮＣＴＡＤ （２０１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ｅｘｐｏｒｔ ｔｒａｄｅ ｏｆ ３０ 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ａｎｄ ５３ ｉｍｐｏｒｔ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ｎｄｕｃｔｓ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ｕｌ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ＲＴＡｓ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ｔｒａｄ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ＴＡ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ｕｌｅｓ ｃａ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ｔｒａｄ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ｕｌｅｓ ｉｓ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Ｔｈｅ

·５３１·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Ｎｏ． １０，２０２３（Ｓｅｒｉａｌ Ｎｏ． ３５６）
■■■■■■■■■■■■■■■■■■■■■■■■■■■■■■■■■■■■■■■■■■■■■

　 　 　 《世界经济研究》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０ 期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ｍａｒｋ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ｃａ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ｔｒａｄｅ，
ｂｕｔ ｔｈｅ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ｈａｖｅ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ｕｌｅｓ 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ｔｒａｄｅ， ｗｉｔｈ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ａｍｅ ｔｒａｄｅ ｐｌａ⁃
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ｂｏｏｋ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ｕｄｉｏ⁃ｖｉｓｕ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ｂｅｉｎｇ ｍｉｎｉｍａｌ．

Ｄｏ ＦＴＡｓ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 Ｈｅｌｐ Ｍｅｍｂ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ｉｒ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ＺＨＥＮ Ｙａｎｇ　 ＬＩＵ Ｂｉｎ（４４）

ＦＴＡｓ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ＰＴＡ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ａｎｄ ＵＮＣＴＡＤ⁃Ｅｏｒａ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ｅｓｔ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ＦＴＡｓ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ｎｅｔ⁃
ｗｏｒｋ． Ｗｅ 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ａｔ ｆｉｒｓｔ， ＦＴＡｓ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ｍｂ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ｈｏｗ ａｎ ＂ ｉｎ⁃
ｖｅｒｔｅｄ Ｕ⁃ｓｈａｐ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ｏｎｌｙ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ｃａｎ ｈｅｌｐ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ｎｅｔ⁃
ｗｏｒｋ．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ｇｏｏ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ＴＡｓ，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ｏｗ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ＦＴＡ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ｕｐｇ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ｃｏｓｔ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Ｔｈｉｒｄｌｙ，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ｕｂ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ｔｅｒｍ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
ｔｅｎｔ，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ｓｕｂｈｅａｄｉｎｇ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ｕｌｅｓ， ｉｔｅｍ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ｈａｖｅ ａ ｍｏ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Ｆｏｕｒｔｈｌ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ｂｅｖｅｒａｇｅ， ｗｏｏ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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